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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

———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庄亚琼

【提要】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

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 自 １９ 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

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

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 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
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 但是，欧美学者并未

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

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

历史观念的差异性。 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 《汉书》史

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史表　 欧美　 中西史学

史表是中国传统纪传体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按不同主题、依时间顺序所作的事项式历

史书写。 《史记》十表与《汉书》八表并为中国古代史表书写的奠基之作，是中国史学文化的独特体

现。 国内学界对《史记》《汉书》史表的讨论自汉代绵延至今，相关成果不胜枚举。① 相较而言，欧美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渐次发展出多种面向的研究实践，极大增进了西方学界

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了解。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之所以值得关注，是由于其具有两个层面的典型意义。 其一，对于

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及其发展历程具有典型意义。 从欧美汉学整体来看，中国史学受到的关

注始终少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② 在此情况下，通过分析欧美学者围绕《史记》《汉书》史表形成的研

究脉络，可以以点带面，深化对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特点的认识。 其二，部分欧美学者通过辨析《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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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果已有若干整理汇编，如《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研究资料萃编》的相关部

分等。 总的来说，国内学界研究《史记》《汉书》史表大致可分为注疏式研究与专题式研究两种形式。 其中，注疏式研究基本依循

史表固有形态进行校补、考证与评析，典型作品如汪越《读史记十表》、夏燮《校汉书八表》等（参见梁玉绳等：《史记汉书诸表订

补十种》，吴树平等点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专题式研究则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讨论（如，张大可：《论〈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

用》，《青海社会科学》１９８５ 年第 ６ 期），或专研史表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如，丁波：《关于〈史记·将相表〉的倒书》，《史学史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或利用史表所载信息开展其他方面的史学研究。
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例，该丛书自 １９８８ 年发行，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已翻译引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海外中

国学代表著作 ２１１ 种，其中仅有《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与《〈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两部以中国史学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著作。
虽然海外中国学成果的翻译引进数量并不等同于海外中国学成果本身的数量，但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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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其研究本身作为中西史学交流互鉴的典型

案例也有较高的分析价值。
鉴于国内学界对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及其衍生问题的了解尚不深入，①且既有的欧美史

学研究并未深入比较中西古代史表书写、阐发双方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本文拟从欧美《史记》《汉书》
史表研究的发展趋势入手，评析其研究内容、特点，着重讨论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对西方史

学议题的回应及中西史学互鉴的意义，最后尝试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参照对象，比较分析中西方

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及成因，抛砖引玉，以资推进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一、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发展趋势、特点与问题

从研究形式上看，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可分为译介研究与专题研究。 译介研究方面，法
国沙畹（Ｅｄｏｕａｒｄ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美国华兹生（Ｂｕｒｔｏｎ Ｗａｔｓｏｎ）、荷兰何四维（Ａ. Ｆ. Ｐ. Ｈｕｌｓｅｗé）分别翻译

了《史记》《汉书》史表中的部分篇目；在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史记》 《汉书》史表本身的内容、性质、
作用等专门议题，英国鲁惟一（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美国侯格睿（Ｇｒａｎｔ Ｒ. Ｈａｒｄｙ）、戴梅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加拿大方丽特（Ｇｒｉｅｔ Ｖａｎｋｅｅｒｂｅｒｇｈｅｎ）则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讨论。 从成果发表的时间分布上

看，大致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为界，此后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体量还是认识深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 总

的来说，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在发展中呈现两方面趋势。
（一）研究深度不断拓展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源于对《史记》的整体分析。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沙畹在翻译《史
记》时纳入了十表（包括表序与其中内容），并在译本前言中强调十表是司马迁“不容忽视的”原创性

史学贡献。② 在之后一个多世纪中，沙畹《史记》十表译介是欧美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时最主要的参考之

一，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沙畹的《史记》十表译介并非简单的对应翻译。 实际上，除
了直译表序与“太史公曰”，沙畹译本几乎彻底改变了《史记》十表的固有形态，其中只有《秦楚之际月

表》配有若干张独立的时间对应表，其他九篇则采用世系排列结合文字表述的形式。 例如，沙畹译本虽

保留了《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分设两篇的设置，但其《十二诸侯年表》部分仅有表序与“太史公

曰”，而将合并后的周与鲁、齐等 １３ 诸侯的世系列表全部置于《六国年表》中。③

沙畹为什么在译介过程中放弃了《史记》十表原有的表格形态呢？ 究其原因，除了其自言的“印
刷排版考虑”，④也有研究意识上的欠缺。 沙畹对《史记》十表的关注集中于表中所载信息（如通过合

并《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集中呈现诸侯世系信息），而在论及《史记》的史学方法时，甚至认

为“司马迁的表不能引发任何就其形式的批评，对其实质内容的讨论并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考证问

题……这些表虽然对读者多有助益，但在史书中并非不可或缺”。⑤ 虽然沙畹这一结论源于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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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亚琼：《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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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另有许多纪传体正史不设史表，但也反映出早期欧美学者对《史记》十表史学意义（如划分历史阶

段、表述历史大势等）的认识尚不全面。
类似的情况在 ２０ 世纪中叶华兹生的《史记》研究中也有一定体现。 虽然华兹生在引用赵翼、日

本武田泰淳相关评述的基础上，称赞了《史记》十表具有整合历史信息、表达司马迁原创性见解的积

极作用，但并未更多关注十表本身的史学内涵。①

可以说，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深度相对有限，对史表的认识大多

停留在其是纪传体例组成之一，乃至对史表本身的价值有一些偏颇的看法。 除沙畹之外，荷兰曼斯

维尔特 －贝克（Ｂ. Ｊ. Ｍａｎｓｖｅｌｔ⁃Ｂｅｃｋ）也认为，表在纪传体史书中可有可无，因为“表中的所有信

息———任职、封爵和其他的国家行动———应该都可以在前三种体例（纪、志、传）中找到”。②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开始聚焦于《史记》
《汉书》史表本身的史学内涵与意义。 如侯格睿专门探讨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独立的历史解释

功能；鲁惟一在综合介绍《史记》《汉书》史表的基础上，细致比较了两者的内容差异；方丽特则着重

分析了《史记》十表如何作为一种纪念性的史学形式，讲述了“独特的中国历史故事”。
与此同时，部分欧美学者也通过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提升了《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认识

深度。 近年来，西方史学中出现了一种从图像性角度分析史表书写的新趋势，其代表作品即美国丹

尼尔·罗森伯格与安东尼·格拉夫顿（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ｒａｆｔｏｎ）合著的《时间制图学：时间轴的历史》。 该书

强调史表是一种依赖平面视觉形式的特殊历史书写，反映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过去及未来的构

想”，③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意义。 虽然该书的讨论范围仅限于西方史表，但部分欧美学者很快将其

研究思路运用于《史记》《汉书》史表的分析。 如戴梅可认为，《史记》《汉书》史表以平面形式呈现历

史信息，勾勒了历史交汇的复杂轨迹，具有历史认识上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是司马迁与班固等表达历

史观点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例，她认为表中“如同持续不断的

鼓点一样”反复出现的“国除”一词，与周围的空格共同组成一种图像式的信号，从视觉效果上烘托

出西汉初年政治斗争的残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等则通过变化设计，极大消解了类似“无
言之文”形成的视觉冲击。 在她看来，史表绝非一连串人物、时间与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类似

图的平面式历史书写，帮助其读者观察“那些影响王权统治成败的更大的模式”。④

归纳而言，欧美学者对《史记》《汉书》史表的认识，从关注史表作为纪传体例组成的部分史学功

能，深化至专门探讨其性质、内涵，同时积极借鉴当代西方史学研究思路，整体呈现出从浅到深、从片

面到全面不断拓展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领域逐渐丰富

从不同视角细化讨论《史记》《汉书》史表，丰富具体研究领域，是欧美《史记》 《汉书》史表研究

的另一大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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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版；丹尼尔·罗森伯格、安东尼·格拉夫顿：《时间图谱：历史年表的历史》，杨凌峰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２０２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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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ｓｕｅ ｏ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ｂｕｌａｒ Ｌａｙｏｕ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２０１６， 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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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考辨史表内容

《史记》《汉书》史表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脉络式呈现，其记述内容往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然而，部分史表内容与纪、传等其他部分的对应内容、《史记》史表与《汉书》史表所载信息之间或有

抵牾，如何考辨这类问题，是欧美学者理解、运用《史记》《汉书》史表时面对的首要问题。
就此，欧美学者积极吸收、整理了历代《史记》《汉书》史表的注疏、考据成果。 何四维在译介《史

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帝高后文功臣表》时，详细介绍了表中功、侯、食封等概念，比较

了《史记索隐》、班固《十八侯铭》及颜师古注《汉书》中汉初 １８ 功臣位次的抵牾问题，并对表中出现

的“客”“中涓”“谒者”等职官信息加以辨析。 在其译文部分，何四维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与
王先谦《汉书补注》作为底本，同时参考了沙畹《史记》法译本、华兹生《史记》英译本、德效骞（Ｈｏｍｅｒ
Ｈ. Ｄｕｂｓ） 《汉书》 英译本的相关译文，并依据哈佛燕京学社所编汉学 《引得》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ｒｉｅｓ），补充了《史记》《汉书》其他章节的相关内容。① 鲁惟一则在参考《汉
书补注》《史记会注考证》 《史记志疑》等材料的基础上，详细归纳了《史记》史表的汉代部分与《汉
书》史表在内容上的差异，并加以评判。② 举例来说，《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公孙贺于元朔五

年（前 １２４ 年）四月丁未封侯，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其封侯于元朔五年四月丁卯。 鲁

惟一一方面归纳、标注了该条内容于不同文献中的具体位置，另一方面根据干支纪日，指出元朔五年

四月并无丁卯日，因此《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③

从学术价值上看，由于《史记》《汉书》史表的史料信息量庞杂，相关考据分析又往往散见于不同

学者的不同著作，想要详尽了解的难度较大。 何四维、鲁惟一等欧美学者对史表内容的考辨分析，不
仅客观上起到了向欧美学界介绍中国传统史学成果的作用，也为后续欧美学者准确理解、运用《史
记》《汉书》史表打下了基础。

２. 辨析史表体例

体例问题是《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欧美学者细致剖析的焦点问题。 出于语

言差异，中国学者多以“经纬变化”表述史表的体例设计，而欧美学者普遍以“横向史表”与“纵向史

表”来表述。 如在鲁惟一的论述中，“横向史表”指的是时间与事件发展皆是从右向左依次推进的史

表（如《史记》前五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纵向史表”则由彼此并列的项组成，信息以从上向

下的时间顺序排列（如《史记》表六至九、《汉书》表二至六）。 从研究方法上看，欧美学者对《史记》
《汉书》史表体例设计的分析，呈现鲜明的比较研究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比较史表的不同设计及作用。 如，鲁惟一比较了“横向史表”与“纵向史表”各自的优劣

势，认为横向史表有秩序井然的优点，但固定的列项单位会限制其容纳的信息体量；纵向史表的优点

则在于可以通过拓展列项使史表容纳更多内容，但缺点是，如果其中某列内容错乱、损佚，则很难复

１９

①

②

③

Ａ. Ｆ. Ｐ. Ｈｕｌｓｅｗé，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Ｙｅｔ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Ｍｅｎ：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ｈ ｃｈ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 ｓｈｕ’”，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７５， Ｌｉｖｒ. １ ／ ３ （１９８９）， ｐｐ. ４３ － １２６.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 Ｔｈｅ Ｍｅｎ Ｗｈｏ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ａｎ ａｎｄ Ｘ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１５ － ２４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 Ｔｈｅ Ｍｅｎ Ｗｈｏ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ａｎ ａｎｄ Ｘ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ｐ.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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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且后代学者也可轻易补窜纵向的史表。① 方丽特则聚焦《史记》十表的不同设计，分析其反映的

不同历史观念，认为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横向史表中，各个诸侯国的时间线彼此平行，
“暗示中央王朝与各个诸侯共享权力……反映了一种与过去连绵不断的、家庭式的历史范式”；《高
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纵向史表则是“官僚阶层模式”的呈现；《汉书》史表主要采用纵向形式，即是地

方诸侯权力衰弱的一种反映。②

其二，比较《史记》表与《汉书》表的变化及观念差异。 不同于郑鹤声等国内学者批评《汉书》八
表的设计变化，③以鲁惟一、戴梅可为代表的欧美学者普遍强调《史记》《汉书》史表不同的形式设计

是为了适应双方不同的史学目的，并不评判两者的高下优劣。 如，戴梅可认为《史记·高祖功臣侯者

年表》与《汉书·诸侯王表》的设计差异，在于两者有意突出不同的时间、地点与人物；相较而言，《高
祖功臣侯者年表》更易凸显西汉前期中央王朝与诸侯国的复杂关系。④

３. 深入特殊议题

围绕《史记》《汉书》史表产生了若干广受讨论的史学议题，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实叙“十三

诸侯”、《汉书·古今人表》的性质问题等。 欧美学者在论及这类特殊议题时，普遍对学术史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回顾，在辨析各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个人见解。 如，在分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时，侯
格睿、鲁惟一、戴梅可等详细归纳了过往学者认为“十二”诸侯或不包括鲁，或不包括秦，或为具有象

征意义的虚指等观点，并普遍认可明末清初学者傅占衡“十二诸侯不数鲁”的相关论证。⑤ 再如，针
对如何理解《汉书·古今人表》这一著名的特殊篇目，戴梅可一方面赞同中国学者王利器推测《古今

人表》类似一种辅助记忆的“早期字典”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提出《古今人表》的作用可能在于，“充当

宫廷中论辩辞章所需的历史例证的资料库”，其分类表的形式不仅有助于使用者记忆众多的历史人

物，也便于他们依循“朝廷允许的、附加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的评价”。⑥

除了关注《史记》《汉书》史表自身的议题，部分欧美学者也尝试运用《史记》《汉书》史表进行其

他史学讨论。 如，何四维通过统计《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帝高后文功臣表》二表中

功臣的具体组成，回应了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汉初功臣的若干论断。 在何四维看来，赵翼“汉
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判断有其合理性。 “在汉代初年，有相当多的平民取得了国家的最高职位，这从

一个简单的枚举就可以看出……（二表中）１５４ 位新贵族中的 ４８ 人或者说近三分之一的人，获得了

帝国的最高职位。”然而，何四维并不同意赵翼所论汉初功臣“多无赖亡命之徒”的看法。 他进一步

统计了二表所记功臣最初加入刘邦阵营时被授予的不同称谓，即客、中涓、谒者、舍人、执盾、卒、都尉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 Ｔｈｅ Ｍｅｎ ｗｈｏ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ａｎ ａｎｄ Ｘ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ｐｐ. ２１２ － ２１３.
Ｇｒｉｅｔ Ｖａｎｋｅｅｒｂｅｒｇｈｅｎ， “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ｓ （ ｂｉａｏ） ｉｎ 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ｓ Ｓｈｉ ｊｉ：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Ｂｒａｙ， Ｖｅｒａ Ｄｏｒｏｆｅｅｖａ⁃
Ｌｉｃｈｔ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éｔａｉｌｉｅ，ｅｄｓ. ，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ｘ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ａｒ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ｆｔ，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７， ｐ. ３０３.
具体来说，郑鹤声认为《汉书》将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分置两表，抹除了西汉初年亲疏相错的态势，且史表本应描绘“兴亡治

乱之大略”，但《汉书》八表在设计上“苟欲自出机轴，尽变子长之例”，使史表犹如谱牒，极大削弱了史表“观天下之大势” “观一

时之得失”的史学功效。 郑鹤声：《史汉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５１—１５２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表”， ｐｐ. ７６ － ７７.
Ｇｒａｎｔ Ｒ. Ｈａｒ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ｉｈ Ｃｈｉ １４，‘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ｂ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ｖ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Ｌｏｒｄ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 １１３，Ｎｏ. １，１９９３， ｐ. １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 Ｔｈｅ Ｍｅｎ Ｗｈｏ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ｐ. ２１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表”， ｐｐ. １０３ － １０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表”， ｐｐ. ９２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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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一一分析其中的人员构成及身份背景，指出：“这些人功业的终点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们的起点

则相对模糊。”①赵翼所论汉初功臣“多无赖亡命之徒”，应是主要依据列传部分得出，而非广泛参考

《史记》《汉书》二表中所录功臣出身的整体比例，因此并不准确。②

纵观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学术实践具有以

下三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广泛吸收既有研究观点，充分重视传统考据成果。 欧美学者较为全面

地吸收、借鉴了中外历代《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成果，同时并未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层面，而是在诸

种观点中有所取舍、评判，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注疏考据成果的整理归纳，极大增进了欧美学界对中

国传统史学方法及旨趣的了解。 第二，研究形式丰富灵活，讨论范围相对全面。 欧美学者广泛采用

译介研究与专题研究等多种形式，在追求学术分析深度的同时，兼顾方便欧美读者理解的实用性考

虑。 其研究对象基本涵盖了《史记》《汉书》史表内容、形式、学术史等诸多层面，基本形成了多层次、
多角度的全面讨论。 第三，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拓展史表研究新空间。 部分欧美学者积极借鉴

西方史表研究新思路，将《史记》《汉书》史表置于人类古代史表书写整体中加以辨析，拓展了从中西

史学比较视野分析《史记》《汉书》史表的新空间。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也存在若干问题。 其一，部分论证在严密性

上有所欠缺。 如方丽特将司马迁作《史记》十表与孔子作《春秋》相类比，认为两者都致力于纪念过

去的人物、事件与文化制度。 但其支撑这一观点的依据，只是《史记》十表与《春秋》在文本内容上都

依时间顺序排列并较为简凝枯燥，在论证上难言充分。③ 另外，方丽特在讨论《史记》史表形态问题

时，介绍了阜阳汉简《年表》的相关情况，认为假设阜阳汉简《年表》的完整形态与《史记》史表相类

似，则不能将十表视作司马迁的独创性史学贡献。 但由于阜阳汉简《年表》仅存残片，这一假设论证

实际上并无太大意义。 其二，部分观点仍可继续讨论。 如，戴梅可参考印度罗米拉·塔帕尔（Ｒｏｍｉｌａ
Ｔｈａｐａｒ）认为史表是一种“图像密集型”（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ｎｓｅ）历史书写的观点，将史表中的空白格栏及

重复出现的历史信息视作“图像式信号”。④ 然而，恰如《太史公自序》自言作表的原因在于：“并时异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⑤史表的根本作用应是整合、厘清分散在不同纪年系统下的历史信息。 因

此，究竟是从文字组织形式角度还是图像性角度理解史表更为合宜，仍需学界继续讨论。

二、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对西方史学议题的回应

作为欧美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拓展西

方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更在于将《史记》《汉书》史表引入西方史学议题的讨论，促成中西史

学的深度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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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 Ｆ. Ｐ. Ｈｕｌｓｅｗé，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Ｙｅｔ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Ｍｅｎ：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ｈ ｃｈ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 ｓｈｕ’”， ｐｐ. ７５ － ７６.
Ａ. Ｆ. Ｐ. Ｈｕｌｓｅｗé，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Ｙｅｔ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Ｍｅｎ：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ｈ ｃｈ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 ｓｈｕ’”， ｐｐ. ５１ － ５２.
戴梅可亦认为方丽特此论有牵强之嫌，因为《史记》十表与《春秋》在形式上差异太大，且《春秋》只含有一条时间线，而部分《史
记》史表中并置了多条时间线。
方丽特也有类似观点，如其认为《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书现象（即部分文字颠倒书写，且倒书的内容会被记于

应属栏的上方一栏），也是一种“图像标记”。 Ｇｒｉｅｔ Ｖａｎｋｅｅｒｂｅｒｇｈｅｎ， “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ｂｉａｏ） ｉｎ 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ｓ Ｓｈｉ ｊｉ”， ｐｐ. ３０３ － ３０４.
《索隐》案：“并时则年历差殊，亦略言，难以明辩，故作表也。”《史记》卷 １３０《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３３１９—３３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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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对历史书写形式曾有这样一种误解：叙事是历史学家传递历史认识、进行历史解释时

不可或缺的形式手段，缺失叙事性的历史书写是有缺陷的史学形式。 就此，海登·怀特（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总结到：“现代历史编纂学得以确立的那种信念（ｄｏｘａ）始终认为：历史再现存在三种基本类

型，即年代记（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编年史（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和严格意义的历史（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三者之间的差别

在于，年代记不含叙事成分，“包含的只是一个按编年顺序排列的事件列表”；编年史只含有一定叙事

的色彩，而缺乏形成叙事结构的高潮与结尾，类似一种“未完成的故事”；而年代记与编年史“由于无

法获得所处理事件的充分的叙事性，从而证明了自身‘历史性’的不完善”。①

当然，海登·怀特本人并不认同这一观念———“历史学家们不一定必须以叙事形式来叙述有关实在世界

的实际情况。 他们可能选择其他的、非叙事的、甚至反叙事的再现模式”。② 在他看来，叙事并非进行历史解

释的唯一载体，年代记与编年史也并非“不完全的历史”。 为了论述其观点，海登·怀特以西方中世纪史学作

品《圣加尔年代记》（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Ｓｔ. Ｇａｌｌ）为案例，分析了缺乏叙事结构的年表同样可以承载丰富的历史意义。③

西方史学之外，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史表，也有力回应了这一问题。
其一，非叙事性的史表书写不是叙事性历史书写出现之前较为原始、粗糙的低级史学形式。 戴梅可在

论述《史记》《汉书》史表时指出，虽然在英语语境中“ｔａｂｌｅ”“ｌｉｓｔ”“ｆｏｒｍ”都可对应译作“表”，④但以上词义

不足以令西方读者自然地理解《史记》《汉书》史表的史学功能。 在她看来，近现代西方史学之所以轻视

史表书写，源于两点：第一，简单地假设历史书写本身遵从单一的、从年代记到编年史再到叙述性历史的

进化路线；第二，错误地将叙事结构视作达成“好的历史”的必要条件。 在她看来，《史记》《汉书》史表在

呈现、阐释历史时，具备叙述性历史书写所没有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当一个读者阅读《史记》《汉书》
史表时，并非简单地依循时间顺序或某种叙事结构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史表中，读者的目光可以

轻易地游向任何方向，质疑前后事件、相邻事件、斜线位置事件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读者从“绑定在时

间发生先后上的机械性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⑤ 方丽特同样强调非叙事性的史表书写与叙事性历史

书写在呈现历史上各有侧重，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 在她看来，叙事性历史书写迫使其

读者“总是必须选择一个特定的角度，或者跳过那些会使故事变得混乱而难以理解的事实”。 相反，《史
记》的史表书写则“迫使其编纂者列出符合其主题、格式与年代范围的所有信息”，并通过丰富的形式设

计，使史表在具备全面性特点的同时，不再是枯燥的历史数据集合，进而发挥“强大的修辞力量”。⑥

其二，非叙事性的史表书写本身能够发挥独立的历史解释功能，不应将史表书写简单视作叙事

性历史书写的史料来源或信息提炼。 侯格睿在分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时指出，虽然《十二诸侯

年表》与西方史学中的年代记（ａｎｎａｌｓ）、年表（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一样不具备叙事性，⑦但双方存在一项根本

区别：在西方史学的一般观念中，年代记与年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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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７ 页。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第 ２ 页。
《圣加尔年代记》是一部记述高卢地区 ８—１０ 世纪历史事件的年表，其内容分为两列，一列依次排列年份，另一列简要记载部分

年份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的年份没有事件记述）。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第 ９—２１ 页。
大部分欧美学者以“ｔａｂｌｅ（ｓ）”指代单篇或全部的史表；沙畹与华兹生则以“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ｓ”总称《史记》十表。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表”， ｐ. ７０.
Ｇｒｉｅｔ Ｖａｎｋｅｅｒｂｅｒｇｈｅｎ， “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ｂｉａｏ） ｉｎ 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ｓ Ｓｈｉ ｊｉ”， ｐ. ３０４.
“年表”一词在中英对应翻译上并不清晰。 如“ａｎｎａｌｓ”一词源于拉丁语“ａｎｎｕｓ”，原意为“年”，泛指依时间顺序记述的历史书写

形式，中文翻译时并无统一对应，有时也被译作“年代记”“年表”“年鉴”“编年史”。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一词主要作“年代学”之意，但
也有被译作“年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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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诸侯年表》却具有“十足的政治取向”。 侯格睿将《十二诸侯年表》所载信息归纳为战争、首年、
邦交、逃亡、征兆等 １２ 种分类，指出这些记载“囊括了某时期政治局势中的各类事件———战争、国家

间的关系、统治家族的命运、权力的更迭”，①且这些信息中至少有 １５７ 条不见于《史记》其他记述部

分。 在侯格睿看来，《十二诸侯年表》突出了司马迁史学观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及因果关系，在
解释功能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② 而《十二诸侯年表》超出西方纪年类型（ａｎｎａｌｓ ｇｅｎｒｅ）定义

的上述特点，无疑能够拓宽西方学界对历史书写形式的既有认识。
综上可见，欧美学者辨析了《史记》《汉书》史表不同于叙事性历史书写的解释功能，并将这一认

识带回西方史学有关历史书写形式的讨论之中，形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也为跳出单一文明的

史学传统、全面反思人类历史书写实践做出了有益尝试。 但略有遗憾的是，欧美学者并未展开分析

古代中西方同样存在的史表书写，在形式与内涵上究竟有何异同？ 而深入研究这一话题无疑能为中

西史学比较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延伸比较

在比较中西方古代史表书写之前，首先需要对中西史学中“史表”的含义进行简单辨析。 宽泛地

讲，史表即是以时间顺序排列简单历史信息的书写形式。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大事年表、年代记乃

至谱系表也会被部分中西学者纳入讨论。 但这一思路存在问题，即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史表书写与编

年书写之间的界限。 实际上，西方史学中的大事年表、年代记等历史书写，更近似于《史记》所参阅的

“牒记”“春秋历谱谍”或出土文献中的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等。 举例来说，古罗马较早的历史记录

“大祭司年表”（ａｎｎａｌｅｓ ｍａｘｉｍｉ）按年份顺序依次记录长官名字及日月蚀等自然现象；其后出现的“执
政官年表”（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ｆａｓｔｉ）记载了罗马列王、在位年代及每年推选的执政官；“凯旋年表” （ 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ｌ
ｆａｓｔｉ）记载了战争中获胜将军及所败之敌的相关信息。③ 这类介乎于一行一列表与编年之间的历史

书写，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与文明之中，在记述内容上多关注自然与社会层面上的大事———如

天象变化、自然灾害、战争与执政者的更替等，在行文语言上简要凝练。 它们与严格意义上的史表不

同的是，只依循一条时间线索展开记述，而非通过表格形式并置不同主体各自的时间线索。
那么，西方史学中是否也有类似《史记》《汉书》史表、内含不同历史主体各自发展脉络的史学作

品呢？ 答案是肯定的。 其中的典型代表即基督教史学家恺撒利亚的优西比乌（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ｏｆ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
所著的《编年史》（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④

优西比乌《编年史》在序言部分总结了不同民族的历史记述与时间系统，主体部分则并列了从

《圣经》亚伯拉罕开始的“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将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波斯等不同国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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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ｒａｎｔ Ｒ. Ｈａｒ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ｉｈ Ｃｈｉ １４”， ｐｐ. １８ － １９.
Ｇｒａｎｔ Ｒ. Ｈａｒ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ｉｈ Ｃｈｉ １４”， ｐ. ２２.
菲尔德、哈代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 １ 卷，陈恒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３３—３３４ 页。
优西比乌所使用的“编年史”一词原作“ｋｈｒｏｎｉｋｏｓ”，意为“有关时间的表格”（Ｔａｂｌ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或“编年列表”（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ｓ）。 参见朱君杙、王晋新：《论世界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时代的延续和创新》，《史学集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优西比乌《编年

史》原本已佚，现存杰罗姆（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翻译并续编的拉丁语版本及于 １８ 世纪末发现的亚美尼亚文译本。 在优西比乌之前，另一位

基督教史学家尤利乌斯·阿菲立卡努斯（Ｊｕｌｉｕ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ｓ）更早使用年表形式记述历史（已佚），其著作直接影响了优西比乌《编年

史》的编撰。 参见麦克吉佛特：《优西比乌：生平、作品及声誉》，林中泽、龚伟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８—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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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题项，其表中的纪年编号是纵向的，以年为横栏单位，同时在部分年份栏位内横向记录相关历史信

息。① 基于此，优西比乌《编年史》将不同政权、民族的历史统合在创世纪年的时间维度之中，令读者

可以直观地了解同一历史阶段内不同地域空间中的人物与事件。 相较而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史记·六国年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同样以不同的政权主体作

为题项，以年为逐列的固定时间单位，将各自题项相关的历史信息记录在对应的年份栏位中，与优西

比乌《编年史》除了书写方向的差异，在整体形态上可谓十分相似。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观察范围扩大至《史记》《汉书》史表整体，则可发现其与优西比乌

《编年史》有一项显著差异，即《史记》 《汉书》史表内含更为丰富的书写表达类型。 优西比乌《编年

史》是并置不同政权的大事年表，而这种设计仅是《史记》《汉书》史表的若干类型之一。 除此之外，
《史记》《汉书》另有以月为单位的大事记表、世族王侯的谱系表、职官表与人物等级表等多种类型。
纪传体史书中的“表”是一种复合型史学体裁，具有年历、谱牒、大事记与专门史等多重意义。 不仅如

此，与仅以民族、政权为观察对象的优西比乌《编年史》不同，《史记》《汉书》会将同一历史时段中的

历史人物划分不同类别，分别设表，如《史记》将“建元以来侯者”与“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分设两表，
《汉书》史表更是细分了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功臣、外戚、职官等不同类别的史表。

什么原因造成了《史记》《汉书》史表与优西比乌《编年史》的上述相似性呢？ 《史记》《汉书》史
表中并置不同政权的大事年表与优西比乌《编年史》的相似性，源于两者在探索“通史”书写的实践

过程中产生了相似的经验认识。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列举了此前不同历史记载的缺

陷———“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
辞略，欲一观诸要难”，②侧面表达了其史表书写旨在“综其终始” “一观诸要”。 其中“综其终始”要
求把握不同历史主体各自的发展历程，是纵向的“通”；“一观诸要”则需要充分认识不同历史主体彼

此之间的互动联系，是横向的“通”。 相较而言，优西比乌想要呈现的则是一种基督教普世史观下的

“通史”———“基督徒不能满足于罗马史或犹太史或任何其他局部的和特殊主义的历史：他要求一部

世界史，一部其主题将是上帝对人生目的的普遍展开的通史”，③即一种从描述人类起源开始，统合

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脉络的“通史”书写形式。 换言之，司马迁与优西比乌在探索“通史”写
法的过程中，同样面对过往历史书写形式缺乏全面性、记述内容纷繁等问题，并同样意识到可以通过

表格形态，直观地搭建起通史的书写结构，从而更好地呈现历史的复杂样态与发展走向。 这即是造

成两者部分形态相似的原因所在。
《史记》《汉书》史表与优西比乌《编年史》等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史表在形式丰富性上的差异，又

源于何处呢？ 窃以为，原因在于两者史观上的差异。④ 在基督教史学观念中，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并非

人的活动，而是上帝的神意。 柯林伍德对基督教史学有如下归纳：“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
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为承认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无需通过任何人有意希望它发生才会发

６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ｄｅｎ Ａ. Ｍｏｓｓｈａｍｉｎｃｒ，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ｋ Ｃｈｒ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 １５.
《史记》卷 １４《十二诸侯年表》，第 ５１１ 页。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０ 页。
刘家和指出，中西史学传统之间存在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不同特点。 其中，西方所重的是“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而中国

所重的是“历时性的时间之经”，这一分析对于思考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差异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刘家和：《论通史》，刘家和：
《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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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一点乃是理解任何历史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①在这个意义上，史家的工作即是

通过呈现历史发展过程来展示上帝目的的实现，而非探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 恰如《时间制图学》一
书对优西比乌《编年史》的总结：“优西比乌的历史样貌传达了一条核心教训。 各自统治部分世界的

多个王国都随着时间消失了。 历史汇聚成一则单一的故事，即罗马如何恰好及时地统一了世界，从
而使所有人得以认识弥赛亚。 换言之，《编年史》不仅仅是一种清晰易懂的历史记载。 它是神意历史

的动态象形文字。”②在已然预设了从创世纪到末日审判的人类发展历程之后，秉持神意史观的西方

中世纪基督教史表只需尽可能全面地、依时间顺序不断延续记述，而无需在书写形式上多做变化。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史记》《汉书》史表蕴含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及从“变”中理解历史的史

学观点。 虽然《史记》《汉书》史表中经常发出“岂非天哉”“岂非命哉”的感慨，表面看来有一定天意

史学的色彩，但这里的“天”与“命”更近于指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③ 《史记》《汉书》史表致力于

从历史之“通”中把握历史之“变”，所谓“录其事而见之”，④即通过记述国家、世族及个人在历史中的

兴衰荣辱，引导读者思考历史趋势、总结历史教训，从而“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⑤又言“形
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⑥也点明了《史记》《汉书》史表具有褒贬、教化的史学意图。 正是为了达

成从“通”中知“变”的史学目的，《史记》《汉书》创立了多种形式、多种观察角度的史表类型，形成了

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史表的、丰富多样的史表书写。

结　 语

自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欧美学者在尝试了解中国史学的过程中，关注到独具特色的《史记》《汉
书》史表，随着相关分析的逐渐深入，不仅加强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更促成了对西方史学自身

的有益反思。 《史记》《汉书》史表及其从属的纪传体历史书写，是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史学实践，
从史学文化层面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切入中外文明比较时，中国传统史

学的潜在能量不容小觑———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的发展历程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从中

西古代史表书写的比较中进一步拓展中西史学比较，加强中西史学互鉴，仍待继续深入。

（作者庄亚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１００１０１）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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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 ４９ 页。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ｒａｆｔｏ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ｍｅ：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ｌｉｎｅ， ｐｐ. ２６ － ２７.
刘家和曾以《孟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理解司马迁“岂非天哉”的感慨，认为司马迁并非离开人事而

谈天命，而是强调“人事的后果”往往不是主观可预料乃至决定的。 刘家和：《“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刘家和：《史苑学步：史
学与理论探研》，第 ６２—６３ 页。
《史记索隐》引应劭所言：“表者，录其事而见之。”案：“《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 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

也。”《史记》卷 １３《三代世表》，第 ４８７ 页。
《汉书》卷 １４《诸侯王表》，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３９６ 页。
《史记》卷 １７《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 ８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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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ｏｍ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ｓｅｄ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ｈｉｃ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ａｂｌｅｓ.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ｂｙ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ｏｆ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ｖｉｎｅ 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ａｂ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ｉｔｓ ｇｅｎｒｅｓ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Ｉｂａｄ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ｏｕｂｔ.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１９７０ｓ，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ｇｒａｖ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ｊ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ｉｔｓ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 ／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ｈｏｎｇ， Ｈａｎ Ｂｏｙａ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

９５１


